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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东润先生学贯中西，兼通古今，其建树涉及众多方面，学术界早有定评。我于1978年到1981年间曾从学唐宋文学，并因此

走上学术道路，但于先生的学问至今难以尽窥涯岸，更难以体会其治学真髓及门径。仅因当时做有关欧阳修的学位论文，得以仔细

地研读过先生的梅尧臣三书，遇有疑问，又得经常请教，于先生治学追求和方法，得以稍闻一二。谨此写出，或有助于学者了解先

生的治学成就。 

梅尧臣三书，即《梅尧臣传》、《梅尧臣集编年校注》和《梅尧臣诗选》，写成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前期。三书中，《编年校

注》是为写传所做资料准备，《诗选》是中型普及选本，中心是《梅尧臣传》。该传是先生所作第四部传记，是他一系列传记文学

中，篇幅和影响都不算最大的一部。为写这篇传记，他所付出了巨大的努力，此传追求的学术目标也与他一生致力的方向完全一

致。  

《朱东润自传》记《梅尧臣传》的写作始于1963年4月1日，到同年10月23日脱稿，历时204日。实际开始研究的时间还要早一

些。梅尧臣官位不显，虽然宋末刘克庄《后村诗话》作过“本朝诗惟宛陵为开山祖师”的激评，但历代的研究并不多。要弄清楚梅

的生平，依据当然一是碑传，二是他的文集。最直接的记录，似当以梅最好的朋友欧阳修《梅圣俞墓志铭》和《梅圣俞诗集序》最

重要。仔细阅读后，先生发现《梅圣俞墓志铭》称梅“为人仁厚乐易，未尝忤于物”，不合事实，殆出于欧料理后事时请恤的考

虑。元代张师曾编《宛陵都官公年谱》，用力为梅尧臣辩诬，但所据资料有限，仅略备梗概，要据以为梅诗编年，显然不可能。弄

清梅一生的经历为人及其作品寓意，作出知人论世的认识，只能依靠充分研究他的诗集。  

梅的诗集《宛陵集》六十卷，宋刻仅存三十卷残本，明刻本两种算称完整，但编次与宋刻不同。两本皆编次混乱，既不编年，

也不分类。近人夏敬观《梅尧臣诗导言》中，曾指出除了第六十卷是文赋外，其余五十九卷分为两个部分，各为起迄。夏氏看到了

线索，没有再追索下去，但给先生以启发。  

首先，先生在全集中寻找有明确的系年记录，得到两类线索，一是作者原诗题上标明年代的，二是编辑者在一些卷前标明时期

者，後者约有十多卷，大端可信，但细节颇有出入。仅有这些线索，要为全集编年，按照习惯，只能对每篇作品进行本事的考证，

求得创作的先后顺序。先生觉得这样如同捉跳蚤，跳蚤东跳西掷，不知从何入手，何况诗人即兴咏诗，有时并无本事可言，即便辛

苦求证，也难以全部落实。反覆阅读梅集后，先生发现其大体虽显得混乱，但每个小段落还保存着作者或了解者所编定的痕迹，只

要弄清其安排规律，就如同揭树皮一样，可以一块一块弄清楚。这样处理，首先要在若干点的年代确定中得到更有力的证据。为

此，先生提出六条线索：一、作者在诗里提到自己年龄；二、诗题或诗里提到年月；三、提到那年闰月的；四、咏叹哪年国家大事

的，；五、咏叹哪年人事动态的；六、应和他人哪年作品的。在确定若干点后，再将点和点连接成线，只要线不断，且没有违例作

品出现，就可以将一个时期的作品确定下来。同时，他提出绝对肯定和相对肯定的区别，对一些编次中插花作品仔细甄别后，理出

了全集编年的两条不同的内在线索，并解释如此形成的原因是梅集在庆历六年曾编辑过一次，到他去世后再编时，部分保存了前集

的顺序，但又有所窜乱，以致形成后来流行文集的面貌。为此，朱先生特意写了四篇文章，其中最重要的是《如何进行编年》一

篇。先生晚年曾与我谈到，他为梅诗编年，虽也采用了传统文献考据方法，但仅逐篇考证不可能达到全书的编年。他更多的是受到

西方学术影响，采取了先定点，由点连成线，若干块面决定后，逐次推衍，从而完成全集的编次。先生说，如果再加以仔细的考

证，肯定还有不少细节的补充，个别出入也有一些，但大的原则和方法，确信可以成立。他还谈到，此文写成后，感到读者理解仍

有困难，斟酌了三天，设计了一张分卷编年表，以横格表示写作年代，竖格代表各卷卷次，然后画出各卷写作年代的轨迹，使读者

能一目了然。在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，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此书，读者可以仔细体会先生的努力。  

完成梅诗编年，可使各诗的写作背景缘起，得到准确的理解。比如《伤白鸡》一首，夏敬观以为有感于张尧佐因侄女张妃事而

申讽戒之作。先生则考定此诗作于天圣九年，是梅在西京的作品，当时张妃仅八岁，进宫在其后多年，夏氏显然误解了诗意。  

先生对梅尧臣集的编年考证，不仅理清了梅尧臣一生诗歌创作的过程，为其传记的写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，也为唐宋人文集的

编年校订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典范。就笔者所知宋人别集而出自当时所编者，有几种不同的体例。一是分阶段结集者，如杨万里《诚

斋诗集》；二是虽不标示年代，但大体保存写作次第，如《东坡集》、《剑南诗稿》等；三是虽分古今体，但两体之下大致仍存写

作次第，如王禹偁、苏舜钦、欧阳修、司马光等集，只是细节颇有出入，大约作者存稿本有写作次第，编次时稍有窜乱；四是虽编

次已乱，但仍保留若干块面的写作次第，除梅集外，如王安石《临川集》，居然是分体后大致保存了写作时间自后往前的倒序，可

能是编辑者薛昂分体编录时没能体会作者存稿的原意所致。当然还有其他的类型。学者若能体会先生编年的基本原则，加以灵活运

用，当可有更多收获。  



完成梅尧臣文集的编年，只是写作《梅尧臣传》准备的一部分工作，当然是最重要的工作。更进一步的则是要通读北宋的基本

史籍以及梅同时人文集，以期弄清其生活时代发生了那些重要事件，这些事件对其生活和创作又产生了那些影响，他对这些事件又

持何种态度，同时代与他曾有交往的人们各有怎样的禀赋和追求，与其恩怨亲疏关系如何。这些，都是先生在撰写《梅尧臣传》以

前必须要完全弄清楚的。从几本著作来看，他为此几乎阅读了包括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、《宋史》、《名臣言行录》、《东都事

略》等北宋基本史籍，阅读了北宋与梅同时代的几十家文集，其中如欧阳修、范仲淹、苏舜钦等十多家文集还曾作过认真的系年编

排，以梳理彼此的交往始末和交谊变化。以上是我阅读《梅尧臣传》时体会而得，没有亲见。但先生写《陈子龙及其时代》时，我

因经常到他书房上课请教，看到正在阅读《国榷》、《小腆纪年》、《明经世文编》等明末清初典籍。当时先生已年逾八旬，酷暑

中仍坚持通读典籍，执着精神令我感动。  

先生治学追求广参群籍，融会贯通，但并不逐一交待文献考证和处理过程。他写作传记，则以文学笔法将人物经历命运生动写

出。凡所述及，都有史实为依凭，并都参以己见，史识深邃，见解独到。他选为传主的人物，大多是积极用世，不计个人得失而报

效国家和社会者，只有晚年完成的元好问稍有些特殊。他依据历来对其大节的评价，选为传主，但在阅读研究到一定程度后，发现

其为人大节颇有缺憾，只是当时先生已数次病危，没有精力另外选人。他曾为此谈到，元是鲜卑后裔，要求可以从宽，晚年选人有

些变化，也很好。  

写作政治上积极进取的人物为传主，写作中必然要涉及传主所处时代的重大政治事件，并详尽叙述传主在这些政治事件中的作

为和立场。《梅尧臣传》的写作中，重点就放在梅对于宋王朝与西夏的战争、统治阶级内部的三次重大政治斗争的态度。梅尧臣虽

然没有参加对于西夏的直接作战，但在战争阴云下，他研究并注释《孙子》，时刻关心边境的战事，写了大量关心国事的诗歌。所

谓三次重大政治事件，指景祐年间范仲淹等因言事而被贬官、庆历新政期间的政治斗争和皇祐初年唐介弹劾文彦博的事件。前两

件，历史记载很多，多有定评，唯梅尧臣支持新政而对新政领袖范仲淹的为人行事多有批评，为朱先生特别关注，下文另述。在此

仅略述文彦博事件。传世有题为梅尧臣所著的《碧云騢》一书，对宋人较有清誉的名臣范仲淹、文彦博二人颇多讥评，因而宋人多

认为是魏泰的伪作，并极力为梅尧臣回护。朱先生详细梳理史实，并对梅尧臣诗集作出详尽编年后，采信该书的纪事，并在《梅尧

臣传》中叙述了文彦博一系列因缘後宫的行为，指出在北宋士大夫的公议中，必然引起有正义感人士的反感。朱先生特别揭出皇祐

三年唐介弹劾文彦博而被贬官英州别驾后，梅尧臣写出五百四十字的长诗声援唐介，谴责文彦博。先生虽然对《碧云騢》的真伪没

有加以论证，但基本看法是明确的。梅尧臣在一系列政治事件中表达了耿介而不趋附的立场，是先生特别推崇的品格。  

先生所作传记，特别注意历史人物交错复杂的人事关系，并通过重大事件的处置来评价传记人物的能力和个性。他在《张居正

大传》中叙述张居正与万历皇帝间极其复杂的君臣关系，已经成为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经典纪事。他在《陈子龙及其时代》中对明

末一系列军政大事处置得当与否的分析，也极其精彩。在《梅尧臣传》中，可以提出讨论的是对范仲淹与梅尧臣、欧阳修关系的讨

论。范无疑是改革派的领袖，其为人风范久有定评。欧、梅在政治上是范的追随者。在景祐间范言事被贬后，不负言责的欧阳修仗

义直言，因而被贬夷陵，梅有一系列诗歌表示声援。共同的政治目标，相近的道德追求，似乎可以奠定三人间一生的友谊，似乎如

此，又似乎并不如此。不协调的最初信号是范仲淹起复后主管陕西军事，念及欧的奥援和文才，推荐他任自己的掌书记，但欧拒绝

了。不去的原因，吴充依据源出欧阳修家人提供的资料所作欧阳修行状，认为欧当初不为己利，“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”，因而不

去。先生认为到陕西是为国作战，不为范个人，因而问题不在于此。二是欧给范回信所说因久不作四六而不应辟，当然是托辞。三

是欧阳修与梅尧臣书简中所述：“安抚见辟不行，非惟奉亲避嫌而巳，从军常事，何害奉亲？朋党盖当时俗见指，吾徒寜有党耶？

直以见召掌笺奏，遂不去矣。”显然，与关系密切的梅尧臣的叙述比较直率，否定了朋党避嫌或奉亲不远行的说法，表达了对范以

掌书记见召的不满。朱先生认为：“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范仲淹对于同患难的欧阳修，还不能作出恰如其分的估计，以致欧阳修也

不愿前往，这就难免在朋友之间发生裂痕了。”在这里，先生不仅指示了对于文献解读应该注意先后早晚，更提示应该注意其写作

的对象、场合以及特定的微妙关系，揆以世事人情，才能获得准确的理解，而不必完全拘泥于书面的表述。  

关于庆历新政期间范与欧、梅以及苏舜钦、吕公著等关系的叙述，可以说是《梅尧臣传》中最为精彩的部分。现代学者研究新

政，一般认为由范领导，并根据范的条陈十事来分析新政主张，根据《岳阳楼记》来分析新政失败后范的气度胸襟，这些当然都不

能算错。先生详密分析文献后，提出了一系列新见。一是欧阳修为主的庆历四谏官对新政形成的作用。四谏官任用在范还朝前半

年，范还朝初任枢密副使，主军事而非主政事。先生特别指出欧上疏请参知政事王举正与范职务互换，在人事布局上直接促成新政

的实行。二是范的十事提出后，改革派内部的不同意见。先生分析苏舜钦《上范公参政书》，认为新政表面上看奋发有为，百废待

兴，实际上手忙脚乱，一事无成，而苏在关键时期所提意见，并没有引起范的重视，从而决定了新政的失败。三是范在新政将败之

时，主动请求到西边主管对西夏战事。对此，先生引用吕夷简的议论，指出范的失误。又引用梅在范去世前后的一系列诗歌，指出

范在新政失败前后，对于朋友没有尽到关心和帮助的责任；引用梅在范去世后的悼诗，看到梅、范两人关系逐渐疏远的经过。先生

认为，在主张改革的这批人中，韩琦和范是行政官气味较重的人物，在考量如何做好事情的同时，先考虑自身的安全；而梅、欧则

书生气味较重，只是按照书上的准则提出要求，成败利钝在所不计。其中范、梅二人更显得极端而偏激，导致了不可调和的矛盾。

四是欧作范的神道碑，一定要写到范与政敌吕夷简和好相见，引起范家人极大不满。为此，先生特别引用由吕家保存的范《上吕相

公书》，证明欧所述的可靠。先生认为范在新政失败后，妥当地寻得下台的地步，而新政诸人则多受到严厉处分，以至梅在《谕

乌》、《灵乌后赋》等作品中，指出范用人的不当和教子的无方，对他的失败不仅不同情，甚或认为是应得的惩罚。  

对朱先生不太熟悉的读者每凡读朱先生的著作，都感到他不循旧规，喜立新说，且常常对于新说的依据并不作很具体的文献交

待。与朱先生接触多了，就知道他的新说大多是勤奋而深入地阅读群籍，并始终坚持用自己的眼光读书，融通史实，具体分析，加

上他敏锐的史实和体悟，一点一点积累而得。举例来说。项羽到乌江而不肯赴江东，史书称羞见江东父老，以后诗人大多不离此

意。而先生则提出，当时江东已为刘邦所有，项羽已无路可走。依据是《史记•高祖功臣侯者年表》，江东子弟有十人封侯，功劳



是以江东归汉。先生曾特别和我谈到，读书一定要注意作仔细的时间和空间的排比，一定要注意利用别人忽略的文献。读《史记》

的人很多，但认真读表的人却不多，真正读懂的人更少。再如前后《汉书》写更始帝刘玄，都认为是闇弱平庸者。先生逐月排列了

更始时期的政局变动和应对策略及人事布局，指出更始称帝前以豪侠称，称帝后一系列举措可见其具有掌控全局的杰出才干，其失

败有很大偶然性。对于光武帝刘秀，则指出其才干的平常，其成功决定于他的忍让、用人和善于利用机会。这些议论，看似随意，

实得自对史籍的反覆研读和体悟，绝非率尔之见。  

先生1946年为其子题词：“用最艰苦的方法追求学识，从最坚决的方向认识人生。”可视为其一生的自勉格言，他的治学即体

现了这一精神。从最基本的文献考订做起，研究中付出常人难以想像的艰辛努力，在复杂文献解读中融入对生活的透辟体悟，在历

史发展进程中去诠释杰出人物的生命历程，为中国文学研究开拓出一条新的道路。  

存档文本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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